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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篇文章讨论了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福建士人社会阶层的兴起，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思想历程。作者希望这个

考察不但有助于展现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的若干特色，而且能对当时知识界的整体结构有所揭示。作者从观

察中得出如下结论：（1）科举制度是沟通地方性与全国性士人社群的最重要管道，在唐亡前一个多世纪，闽士在

此管道备受压抑，一直只有「孤寒平人」的身分。这个景况一方面反映了福建士人作为新兴社群的边缘地位，但

另一方面，他们以及其它南方新兴地域士人受到压制一事，事实上显现了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力量的茁壮。（2）在

地方性与中央性士人社群之间，有无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文化中心，这个现象似乎显示，唐代以后，科举与文人

仕宦制度对中国士人社群的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3）中晚唐的福建省学者，颇有人服膺安史乱后出现的新

儒家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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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稿试图透过对一个新兴地方知识阶层的观察，探测中晚唐五代中国士人文化界的社结

构。由于处理的是一个小个案，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很有限度。 

晚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时代。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则为南方的兴起与北方的

相对衰落。在这段时期，南方许多向来处于汉人文化边缘位置的地域，文化和经济急速发达；传

统的核心地区如吴地、杭越，重要性也不断增加。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说，南方──尤其是东南

──自此取代黄河流域中游，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重心，直到近代。 

今天的福建（唐代多称闽、闽中），就是一个在晚唐五代有急速发展的地区。直到八世纪末，

福建还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具有广泛知名度的知识分子，但在往后的两个世纪，这里形成了一个活

跃的知识阶层，到北宋，已是中国最主要的士人文化区之一。学者统计，北宋一代，福建路共中

进士 2,600 名，居全国之冠，远多于第二位的两浙西路。两浙西路即南方传统文化核心区三吴之

地（苏州、常州、湖州等），有进士 1,444 名。事实上，北宋福建进士的数目，超过浙东、浙西的

总和。这个惊人的变化，无疑与闽中士人在晚唐五代的崛起有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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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在考察福建士人阶层从中唐到五代兴起时的状况。在中国中古，知识阶层并不限

于士人，佛僧和道士中也有许多知识分子，晚唐的福建又是佛教发达地区，僧侣在当地扮有重要

的文化角色。不过，由于题旨所限，个人无法对福建知识界中的佛教成分进行系统的探讨，只能

在结语中简略提及一二。本文的重点将放在闽中儒士与其它地区──包括京城──士人社群的关

系。个人希望，这个考察不但有助于展现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的若干特色，也能对当时中国

知识界的整体结构有所揭示。这样的探讨，或许还能增加我们对唐宋变迁的了解，也未可知。 

福建士人阶层兴起过程中所见的中央与地方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泉州莆田人林藻中进士，次年泉州晋江人欧阳詹（去世于 802？）也

进士及第。
2
自此，福建士人透过科举考试，闻名知识界的越来越多，成为晚唐士人群中一股明显

的力量。唐人以及后代学者因此多将德宗朝视为闽人中举之始。本文提出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课

题，也许会有人把闽人大量中举入仕之事与这个课题等同起来。严格来说，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闽人在八世纪末连中进士，的确标志着他们进入中央性或全国性知识界的开端，但闽地前此一定

已有颇具根基的士人文化，否则无法培养出能在科举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本节的目的，就是

在考察福建士人从一个纯地方性社群演变为全国性知识界的组成分子之过程中的种种面相，希望

藉此展现唐代一个区域与中央互动的个案。 

现在要为本文经常出现的两个词语下定义：中央性知识界与全国性知识界。在本文中，两者

指的是同一社群。称为中央性，是因为这个社群以首都长安为活动核心，华北文化中心洛阳似乎

是这个社群的副核心。但中央性知识界的成员经常到全国各地当官或参访，实际的结构是一个网

络，长安或洛阳是这些成员联络与思念的交集点。就这个社群的广大网络性质而言，也可以定名

为全国性知识界。在本文中，这两个词语将交互使用，不作区别。 

传统的说法认为，闽人中举是从德宗贞元年间开始，经过后代学者的研究，证实这个认识是

错误的。不少文献记载，中宗神龙二年（706）进士薛令之就是福州长溪人。此外，林藻的父亲

林披于天宝十二载（753）登进士第，在此之前似乎还中过明经。这些资料也许有个别的错误，

但福建人士在安史乱前有人登第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3
应该注意，这类事例非常零星，闽人在全国

性知识界的崛起，不得不归于贞元年以后。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在闽人进入中央性士人社群之

前，地方知识界的情况如何？闽人大量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与中央型的士人有怎样的接触？ 

可以想象，唐代中叶以前，闽地知识界的资料是极其稀少的。不过，这个群体的存在还是可

以得到证明。晚唐五代的福建文宗黄滔（莆田人）编有《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

说此书是：「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佑末」，
4
换言之，是有唐一代的闽人诗选。此书早佚，我们无

从猜测其中有多少唐中叶以前的诗，但从《新唐书》的按语判断，或许不仅零星数首。此书的存

在，似乎显示在林藻、欧阳詹等人以前，闽地已有相当活跃的士人文化。至少我们知道，有诗人

的作品得到抄写流传。 

从黄滔的其它著作，我们也发现两位早期福建士人的资料。〈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叙述，开

元寺的前身是龙兴寺，再早则为莲花道场，本是「郡儒黄守恭」的宅第，于武后垂拱三年（688）

捐献。开元寺目前尚存，在晋江县。又，〈莆山灵岩寺碑铭〉说，灵岩寺原为「梁陈间邑儒荥阳郑

生」的家宅，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捐为金仙院。此寺应在莆田的郊外。
5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

两位「儒」有何等的素养或成就，但他们应该都是读书人。值得注意的是，郑、黄两人显然都是

地方富家，有大宅可供施舍。似乎到晚唐，福建士人的社会背景也还是当地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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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唐以前的闽地士人文化也不至于很兴盛──至少从晚唐闽士的观点看来是如此。黄

滔的从兄黄璞着有《闽川名士传》，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解说，该书所记人物，「自

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
6
前文已提及，令之是中宗神龙二年进士。黄璞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

他的「名士」标准深受唐代科举的影响，另方面则显示，他对初唐闽地士人文化的评价不高，必

须以进士为记载的起点。 

至于闽人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前该地士人与中央知识界的关系，大体来说，彼此的接触是存在

的，途径大约有二。最明显而主要的是，两者在福建本地的交往。唐代朝廷派驻闽中的官员、他

们的僚佐以及若干流寓福建的中央型士人，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外来的知识社群。物以类聚，这个

社群的成员自然会设法与当地士人联系，这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接触。在唐代，这是一种常见

的中央与地方的文化关系，至少普遍存在于南方各地。以下以欧阳詹的经验为例，揭示此一现象。 

韩愈的〈欧阳生哀辞〉有言： 

今上初，故宰相常衮为福建诸州观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

临莅其民。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衮亲与之为客主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时未几，

皆化翕然。詹于时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7 

韩愈说，常衮在福建倡导文学，礼待读书人，「时未几，皆化翕然」，带有明显的中央观点，

可能对地方的情形想象得太简单。不过，这段文字也含有重要的事实，如欧阳詹在闽中受到本地

同侪的推重、常衮的擢拔，都可以从欧阳詹的〈与王式书〉获得印证。
8
欧阳的这封信对他自幼成

学乃至赴京考试的经过叙述颇详，值得介绍。欧阳詹文才早发，很得同侪的看重，从二十一岁时

起，就有朋友鼓励他考进士，并传布这个想法。他们是：「濮阳仲宣、河东千龄、荥阳从易、济北

有融、琅琊次臣」，据欧阳詹自注，以上诸人依次为吴播、薛寿、郑简、康暐、王云卿，都是同乡。

王式既是同乡，也在劝说者之列。后来，德宗建中年（780─3）初，由于常衮和泉州刺史薛播约

谈，欧阳詹考进士的计画才变得具体。
9
最后的决定是在欧阳詹的父亲与王式等人商讨后，正式作

成。根据欧阳詹的描述，他考进士最先是由友朋鼓动，常衮接礼已在好几年之后，最后父亲也介

入。在这个过程中，常衮等朝廷派任的官员一定与地方士人颇有往来商议。值得注意的是，常衮

任职福建观察使是在建中元年至四年初，
10
欧阳詹开始赴京考进士，大约在贞元三年，常衮早已

卸职。此外，欧阳詹参加贡举的过程也透露，在八世纪晚期，一个福建士人要决定是否尝试进入

全国知识界，入仕朝廷，的确是件大事。 

常衮与地方知识界交往应该不是特殊的现象。现以欧阳詹的〈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

于东湖亭序〉为例说明。
11
欧阳詹此文作于贞元九年（793），中进士的次年。文章记述泉州刺史

席相（贞元七年至九年在任）在东湖宴请该年泉州赴京考科举的八人之事。
12
欧阳詹没有记载这

八人的名字，倒提及四位即席赋诗的陪客：「天水姜阅、河东裴参和、颖川陈诩、邑人济阳蔡沼」，

欧阳自己也是陪客。欧阳以外的四位客人中，蔡沼当然是泉州人。陈诩也是闽人，福州闽县人。

姜阅、裴参和的背景为何，则无法获知。这里要提出两点观察。首先，晚唐五代的福建士人有清

楚的地方意识，我们相当容易得知他们的乡里。不过，在行文间，他们还是常以郡望自称或称呼

他人，前引〈与王式书〉就是显例，我们不可径据这种称呼，以某人为流寓之士。当然，闽人的

郡望，出于依托者恐怕不少，也难以细考。其次，陈诩在贞元十三年（797）进士及第，
13
九年时，

大约还是一介平民，席相仍以客待之。蔡沼似乎先于欧阳詹以明经及第，当时已有出身。
14
他们

两人──至少陈诩──参加宴席，应该也能算是朝廷命官与闽地知识界交往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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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比常衮稍早任福建观察使（大历七年至十年，772-775）的李椅，据说也提倡儒术。

中唐古文名家独孤及的〈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并序〉说，「闽中无儒学，成公（李椅谥号）至而俗

易」，又称美他修建学校，「以五经训民，考教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

倍，三年而生徒祈祈，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
15
这些描述过于抽象，也嫌夸大，但

的确透露某些地方首长积极与地方读书人接触的情况。 

闽人大量参加科举前，福建士人与中央的连系，还有一条途径，就是以其它方式担任朝廷命

官。关于这个途径，林藻家族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林家可说是福建的儒术世家，林宝的《元和姓

纂》已列举，称作晋安林氏。
16
林藻于贞元七年登进士第，二哥林蕴贞元四年明经，父亲林披更

早在天宝十二载考上进士。更重要的是，林家早有先祖进入中央政府的系统。根据林蕴的〈睦州

刺史府君神道碑〉，林家兄弟的曾祖林元泰曾任瀛州刺史（治所在今河北河间），祖父林万宠也曾

为刺史。
17
林元泰担任瀛州刺史的时间估计在睿宗时（710─12）。我们不知道林家祖先是如何入

仕的，但刺史是重要的地方文官，元泰、万宠能任此职，应有相当的教育程度。还有一项记载说，

林披有九子，八人曾任刺史或司马，一人为处士，世称「九牧」。
18
由上述资料可以察知，至迟从

七、八世纪之交，林家就不断出现朝廷命官，在这个过程，必然与全国性的士人社群发生密切接

触，以至到八世纪晚期，已成为官僚家族了。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判断，林家是第一个成为全国

性知识界成员的福建家族。 

欧阳詹也曾为一位非依贡举途径入仕的闽人撰写墓志铭。此人姓杨，已不知其名。曾祖以下

都在闽广一带任州县佐官。杨某则北上入仕，长期担任军事幕僚，生前的最后一个职位是鄂州司

仓参军。杨某一生的官阶虽然与父祖差不多，都是地方僚佐，但有一个重要差别：他是由吏部所

选用，属于中央政府的系统。从经历看来，他的父祖们显然为南方地方长官自己任用，不经吏部，

或属于南方特有的任官制度──「南选」。
19
根据欧阳詹的描述，杨某是一位实务型的知识分子，

「六籍外，偏好穰苴管子之术」，虽然不是经生或文章之士，似乎也是士人社群中人。杨某于贞元

十二年（796）去世，宦途凡三十一年，换言之，代宗永泰年间（765─6）开始任官。墓志铭说

他，「永泰中，以耕战之法，致梁宋军」，可见一出仕就是北宦。在杨某任官期间，闽人科举登第

者极少，他和林藻家先祖代表的，应该也是一种地方与中央文化接触的管道。
20 

接下来，要讨论德宗贞元年以后闽中士人与中央的关系。从贞元年到唐末，福建士人继续在

家乡与外地来的中央型士人有大量接触；个人虽然尚未看到任何实例，闽人依科举以外途径入仕

朝廷的，应该也还有。不过，由于闽人大量贡举登第，科举考试的过程以及往后的任官，成为他

们进入全国性士人社群的最重要途径；也因此一管道的开辟，许多福建人士在唐代文化界崭露头

角。关于福建地方与中央的这层新关系，以下要提出两点观察。 

首先，福建士人在求举入仕的过程中，艰辛倍尝，有深刻的边缘感，他们在晚唐科举系统，

是属于「孤寒」或「寒俊」的位置。以下主要利用欧阳詹和黄滔的遗文，略作揭露。欧阳詹〈上

郑相公书〉有言： 

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踰

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耕耘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

沾。
21 

〈上郑相公书〉应是欧阳詹于贞元十五年（799）任四门助教时所写，「郑相公」为当时宰相郑余

庆。
22
此信的目的是祈求擢拔，在这类文书，刻意强调一己遭遇之艰困是难免的，上述引文，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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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皆有。就「虚」的部分而言，欧阳詹任四门助教时，闽人已颇有上京应举者，长安有一个小小

的闽士社群，「路无回眸之旧」也许稍夸张。
23
在「实」的方面，就闽人在知识界、政界整体力量

之微薄，地位之低下，欧阳詹所描述的闽士苦状，甚为可信。关于闽士在八、九世纪之交的边缘

地位，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一位崔姓人士曾向林藻之兄林蕴夸耀他的氏族，林蕴说：「崔杼弒齐

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何如邪？」
24 

即使到了九世纪末，黄滔考进士时，福建士人在科举系统中还是居于明显的劣势。黄滔称自

己为「草泽单寒」，「宇内迹单，天涯亲老」。
25
黄滔祭同乡陈峤（825─899）文说，陈峤在僖宗

光启三年（887）考取进士，是「振光辉于甲乙，开道路于孤平」。
26
闽人晚唐中举之艰难，反映

在考试时间的漫长。陈峤登第时六十三岁，考了数十载；另一位闽人郑希颜则在昭宗天复元年

（901），以「孤平屈人」的身分登进士第，已年愈耳顺。
27
欧阳詹的孙子欧阳澥出入科场近二十

年，未有所成；
28
黄滔的「表丈」陈黯（似为表叔兼岳父，泉州南安人）考进士十八回未第；

29
与

黄滔并为福建文宗的徐夤（一般写作徐寅），费了十七年才考上进士。黄滔自己也在科场中奋斗二

十余年，于昭宗干宁二年（895）登进士第。 

黄滔中举，还有曲折。该年发榜后，舆论认为取人伪滥，昭宗皇帝下令重试，落下十人，黄

滔仍在榜上。这一事件涉及晚唐贡举被官宦士族把持的问题，昭宗下令重试，就是希望为「寒俊」

开路。五代王定保所着的《唐摭言》提及此事，称黄滔为「孤寒」，以实力取胜。
30
黄滔自己对唐

末进士考试中的世家与孤寒之争，也有记述。〈莆山灵岩寺碑铭〉云：「咸通干符之际，豪贵塞龙

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
31〈

司直陈公墓志铭〉则曰：「咸通干符之际，龙门有万仞之险，

莺谷无孤飞之羽」。
32
闽人虽加入全国性知识界已近一个世纪，仍然属于「平人」、「孤飞之羽」。 

晚唐进士考试势家把持的问题，涉及唐代社会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简单地说，大约从

玄宗朝开始，原本与关陇集团、文学文化关系较疏的山东士族，为求仕进，大量参加科举考试。

往后，士族一直在科举系统占有很大的势力，除了社会地位最高的山东士族，还包括原本与隋唐

政权关系较密的关中（包括河东）郡姓。这些旧家与一些在考试制度取得成功的新官宦世家成为

科举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九世纪以后，社会上各种新兴力量崛起，福建士人参加科举，就是这个

变化的表现，相对之下，士族的社会资源和文化地位都不如前。面对此形势，在政治上占优势的

官宦世家（多为北方士族），极力在科举过程中排挤新兴士人，唐末进士旧族出身者，不减反增。
33
总结而言，在九世纪下半，福建士人在中央与地方文化最重要的联结管道──科举制度──中

力量仍弱，算是孤寒，但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个处境是因他们力量的上升而引起的。闽士在全国

知识界的实际地位与影响，与一个世纪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注意，福建士人虽然多自称

或被指为「孤寒」、「平人」，这只是就他们在全国性知识界中的角色而言，在本地，他们恐多家势

富盛，并不清寒。这个问题下节将有所考论。 

现在还要作一点补充说明。本文指出，晚唐福建士人在贡举与政府系统中，一直处于边缘的

地位，这是就大体而言。唐亡以前，还是有个别闽人仕宦显达，晚唐的中央文官体系当然不是完

全封闭的。在九世纪前期，林藻曾官至岭南节度副使，陈诩知制诰，漳州漳浦人潘存实累迁户部

侍郎，侯官人陈去疾官拜邕管（岭南西道）节度副使。
34
九世纪晚期，闽县人侯固曾任鄜坊、朔

方、义武等节度使，
35
另一闽县人郑諴历任国子司业、江西节度副使。

36
此外，欧阳詹的后辈亲

戚（约是外孙之属）李贻孙于宣宗大中五年至七年（851─3）任福建观察使。我们不知贻孙的父

家是否为闽人，但对照欧阳詹于贞元年间获福建观察使常衮赏识，徇而开闽人进士登第之先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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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六十年后，幼年时曾拜见他的后人竟得任福建观察使，不能不说闽士参与科举，导致了重

要的社会后果。
37 

再来要提出另一项观察。前文说明，晚唐福建士人以「孤寒」之身在科场奋斗，往往要经过

很长的时间才能中举，努力无成的更不知凡几。在考试期间，他们必须不断寻求赏识者，因为唐

代进士取人，本来就重声誉。晚唐孤寒士人（包括闽士）应考的特殊形态，造成了一个现象，就

是许多人在登第之前，已经全国知名。事实上，有人即使从未登第，也是公认的文坛翘楚，罗隐

（833─910）就是最好的例子。再者，参加科举考试的寒士不一定长期待在长安，他们有时会旅

游各地，广事干谒交友。晚唐朝廷势弱，藩镇各方雄踞，更增强文士周游求用的动机。在这种态

势下，边缘士人与传统全国文化中心长安的关系不若早期紧密，全国性知识界的网络性质更形突

出。以下举几个福建士人的例子，以为说明。 

黄璞撰有〈王郎中传〉，其中提到乡人李颜，「累举进士，郁有声芳」，
38
很清楚地显示，考进

士的过程，就能使人扬名。罗隐在〈陈先生集后序〉追述他与黄滔「表丈」陈黯的交谊：「陈先生……

曩者与予声迹相接于京师，各获誉于进取」，可见两人以举子的身分成名。后来，陈黯屡试不中离

京，罗隐还受人之托，在扬州与陈黯相处月余之时，劝他续考进士，陈黯谢绝。
39
我们不知道陈

黯考试期间是否一直住在长安，但从他放弃科举后曾滞留扬州，或许可以推测他在知识界早有广

泛的关系。 

晚唐五代福建士人的作品大都散佚，传记资料也约略无存，欧阳詹和黄滔是仅有的两个例外，

还能稍知生平细节。这里又要利用黄滔的遗文，来显示晚唐全国性知识界似乎包括许多未登第的

举子。黄滔〈侯博士圭启〉有言：「滔口讽雄词，心祈藻鉴。在他处则早逾一纪，来上国则已逮二

年」，明白讲出，为了追求进士及第，来长安以前，已在别处努力过十二年以上。
40
依文义判断，

这里说的「别处」，不止家乡闽中。〈赵起居启〉则自称：「二纪飘零，三朝困辱」。
41
据说黄滔考

进士共历二十三年，这些话应是将近登第时所写。从黄滔的现存诗文看来，除了长安，他还去过

四川、浙东、岭南、江西、湖南、吴地，还在洛阳和襄州考府州试。
42
他甚至去过久不受朝廷管

辖的河北藩镇，〈归思〉云：「蓟北风烟空汉月，湘南云水半蛮边；寒为旅雁暖还去，秦越离家可

十年」，〈下第出京〉云：「故疾江南雨，单衣蓟北秋；茫茫数年事，今日泪俱流」，都是明证。
43
黄

滔登第后，短暂停留长安，即回福建，尔后未再以游士身分离闽。文中所记录的游历之处，许多

应与应举求名有关。 

从德宗贞元年间到唐末，福建士人利用科举、仕宦的管道与全国性知识界建立起广泛的关系，

明确无疑。本节最后要考虑的是，除了与中央的关系，闽中士人是否还和其它区域的士人社群有

明显的连结？我们可以进一步问：在福建地方与长安中央之间，还有没有一层区域文化中心？这

两个问题，是由韩愈〈欧阳詹哀辞〉和李贻孙〈故四门助教欧阳詹文集序〉引起的。〈欧阳詹哀辞〉

曰： 

建中贞元闲，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闻詹名闾巷闲。詹之称于江南也久。贞元三年，

余始至京师，举进士，闻詹名尤甚。 

〈欧阳詹文集序〉则言，欧阳詹在受常衮赏识后，「声渐腾于江淮，且达于京师矣」。
44
德宗朝初

年，韩愈随嫂居住今安徽宣城，已听到欧阳詹的名字，并说他在当地闻名已久。李贻孙是欧阳詹

的后辈亲戚，所记虽同于韩愈，或许另有来源。案，欧阳詹入京考进士前，未曾离开闽中，他能

在江南有名声，似乎显示闽中与江南的士人颇有联系。不过，安史乱后二、三十年，江南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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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比较特殊。当时北方受战乱破坏，士人大量迁往江南。郎士元（？─780？）诗句：「缘溪花

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
45
就是这个状况的写照。当时江淮几乎是全国性的文化中心，该地

士人可能有特别留心地方才俊的倾向。要了解唐代福建士人是否与邻近区域有特殊的关系，还须

考察后期的例子。 

关于晚唐闽士与其它地域之关系的资料，现存很少，首先介绍两个晚唐士人移居浙东的案例。

第一个是黄子野，侯官人，十三岁时从父至杭州，曾在罗剎江救过浙人王伾，后读书不仕。顺宗

永贞元年（805），王伾与王叔文、韦执谊等当权，召子野，亦不出。
46
此外，一位名叫林鼎的侯

官人，生于明州，五代时仕吴越。他的父亲林无隐有诗名，流寓明州，当然是在晚唐时。
47 

再者，欧阳詹从子欧阳秬现存文〈移陆司勋沔书〉一篇。其中说：「秬在闽中时，闻阁下之名

十年矣」。陆沔家乡是吴中，大约为苏常一带，欧阳秬在福建时长期听到陆沔的名字，显示江南与

闽中的士人社群颇有交通。
48
个人还发现一个浙江士人入闽的案例。晚唐著名诗人周朴似为睦州

桐卢（今浙江桐卢）人，长居福建，又与睦州诗人方干、李频为诗友。周朴于僖宗干符七年（880）

因黄巢之乱，死于福州。他的诗在去世后两年成集，福州长溪人林嵩为之作序。
49 

总结来说，例证虽然少，我们似乎还是可以感觉，在晚唐，福建士人与江南──特别是浙东

──知识界之间有相当程度的来往。这个关系有多深，很难判断，因为在文字资料上，士人与中

央的交通几乎完全遮掩了区域间的关系。不过，到五代十国，情势发生了变化。在五代后期，福

建士人几乎可说有了一个新中央，这就是以金陵、庐山为核心的南唐知识界。 

福建士人的本土社会地位 
前文曾提及，福建士人虽然在唐代科举活动中属于「孤寒」，在本乡的地位应非如此。中晚唐

五代的福建士人社群中，有很明确的家族盘据现象，也就是说，少数家族的成员大量出现在士人

活动的核心。这个情况似乎显示，闽士多出身地方盛族。以下将就家族盘据现象具体举证。在举

证之前，要作两点说明。第一，为便利读者复核，本文揭示福建士人间的亲属关系，多引明代何

乔远的《闽书》，本人已尽量查阅有关唐宋文献，以确定所述无误。第二，为求清楚揭露现象，本

节涵盖的范围不限李唐，并及五代，稍涉宋初。 

以下是本人所察知的福建士人家族──特别是科举家族： 

一、林藻家族，泉州莆田人。 

二、欧阳詹家族。泉州晋江人，欧阳詹的父祖历代任官，只是未曾北宦；
50
他的侄子欧阳秬

文宗开成三年（838）进士，孙子欧阳澥出入场屋近二十年。福建早期明经蔡沼也是欧阳詹的亲

戚。
51 

三、周匡业家族。漳州龙溪人，匡业为德宗贞元八年（792）明经，其弟匡物宪宗元和十一

年（816）进士，子汉杰元和十三年进士，孙辈间亦有名士。
52 

四、陈诩家族。福州闽县人，陈诩德宗贞元十三年（797）进士，其子陈纳武宗会昌四年（844）

进士。
53 

五、戴归德家族。龙溪人，归德与其弟添应都是宪宗元和十三年进士，归德的孙子洪宗、曾

孙秉权则为南唐进士。
54 

六、侯固家族。闽县人，侯固为文宗大和九年（835）进士，其侄侯岳宣宗大中十二年（858）

进士。
55 

七、欧阳衮家族。闽县人，欧阳衮、琳、玭父子三人皆为晚唐进士。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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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林慎思家族。福州长乐人，慎思懿宗咸通十年（869）进士，其子林征僖宗干符二年（875）

进士。
57 

九、林嵩家族。福州长溪人，林嵩僖宗干符二年（875）进士，其子揆为建州顺昌县令，移

居该地。
58 

十、陈峤家族。泉州莆田人，陈峤僖宗光启三年（887）进士，曾祖、父亲曾任官，兄弟皆

长于儒学，从子陈淑哀帝天佑四年（907）进士。
59 

十一、黄滔、黄璞家族。从黄滔文集看来，他的内外亲戚多为儒士文人。其从弟黄璞昭宗大

顺二年（891）进士，黄璞有一子进士，多子任职朝廷。
60 

十二、翁承赞家族。福州福唐人，承赞昭宗干宁三年（896）进士，其弟承裕则为昭宗光化

三年（900）进士。承赞孙翁纬、翁鉴均为宋初进士。
61 

十三、江文蔚家族。建州建安人，文蔚系后唐进士，其子江拯、孙江任都是宋初进士，另一

孙江翱则为名士。
62
五代宋初著名文士徐铉所写的江文蔚墓志，明说他家在建安，「世为大姓」。

63 

十四、阮思道家族。建州建阳人，阮思道为后唐进士，其子昌龄、从子中度都是宋初进士。
64 

十五、杨在尧家族。泉州仙游人，在尧为昭宗天佑二年（905）进士，其子崇鼎是五代晚期

（宋已建国）统治闽南的陈洪进的女婿，入宋后官至惠州知州。洪进亦为仙游人，杨家显然是该

地势家。
65 

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的资料，存留至今的非常少，从这些仅有的零散信息，我们就侦测到如

此明确的家族盘据现象，在当时的社会，少数家族的优势，一定远超出上文所显示者。至于这些

家族的背景是什么，优势从何而来，在唐宋之际的变局中命运如何，还有待仔细研究，才可能作

具体的推测。就现有资料所知，以上列举的家族中，江文蔚世为大姓，有些先祖早已仕宦，如林

藻家、欧阳詹家、陈峤家，绝大多数则完全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士人家族可能起源于

某一寒士苦读中举，造福家人，但依常识判断，应该大多原本即有相当的经济资源与社会势力，

因为家族现象本身就意谓着，个人的成功多依靠家族的既有力量，突然的社会上升是困难的。简

单地说，依照表面的观察，从中唐到宋初，福建的士人阶层具有高度的垄断性，情况显然比中央

还严重。我们在探考中晚唐的士人历史时，必须区分全国与地方的层次，才能准确了解他们的社

会位置。
66 

关于以上的讨论，我们或许还能作两点引伸。首先，晚唐科举中的孤寒与世家之争，经常是

新兴地方的盛族成员与全国性官宦世家子弟之间的冲突。其次，晚唐五代士人阶层的变动有两个

主要面相：一是中古全国性士族的衰弱瓦解，另一则是地方士人社群的成员大量出现于全国性舞

台。不过，这些新兴士人最终并未能形成一个新的、稳定的全国性菁英阶层。以上两点，不算结

论，只能当作考虑唐宋社会变迁的假说。 

五代闽士的域外关系 
黄巢之乱后，唐帝国迅速崩解。唐昭宗景福二年（893），泉州刺史王潮攻陷福州，主宰全闽，

福建实质独立。公元九○七年，朱全忠篡唐，进入五代时期。九二六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王

潮之侄延翰自号大闽国王。公元九四五、九四六年，南唐破闽，最后南唐占有建州、汀州，福州

归吴越，泉州、漳州则为王氏政权旧将留从效、陈洪进所据。闽地分裂。
67 

唐帝国崩解之时，南方士人多离开中原，归反家乡或投效地方政权，华北不复为全国知识界

的中心。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黄河中游数百年的文化与政治权威象征，并没有在短期内



 9

消失。唐哀帝天佑三年（906），唐亡前一年，政局极度混乱之际，仍有两位闽人──陈光义、翁

袭明──登进士第，袭明是黄滔的外甥。
68
陈峤的从子陈淑则在次年，唐亡之岁，考上进士。

69
入

五代后，福建士人继续在华北参加科举、入仕。以下是一些五代闽人进士的名字，名后列登第的

年份：陈沆，后梁开平二年（908）；郑希闵，同前；廖澄，同前；
70
李仁济，后梁干化元年（911）；

71
陈逖，后梁贞明某年状元；

72
黄仁颖，后唐天成二年状元（927，后梁贞明四年〔918〕明经）；

73
陈保极，后唐天成三年（928）；74

江文蔚，后唐长兴三年（932）；75
杨徽之，后周显德二年（955）。

76 

关于五代闽人在华北应举的现象，要提出一点说明。后梁篡唐后，闽地王氏仍以藩镇自居，

承认北方政权的宗主地位，接受封官，朝贡不绝。尤有进者，福建到中原的通路阻绝于统治江淮

的吴国，闽地入贡，必须远取海道，到山东半岛登陆，风险甚高，漂溺的事例很多。有资料显示，

王氏政权在建立闽国以前，仍然向北方贡士，这应当也是整体进贡体制的一部分。因此，五代参

加后梁和后唐科举的闽士，可能大多是由福建赴举，而非移居北地者的后裔。
77
福建何年停止贡

士，并不十分清楚，后唐晚期中举的闽人，如江文蔚，或许是福建切断与后唐的归属关系后，留

居北地的乡贡进士。无论如何，在五代初期，对福建士人而言，中州似仍有文化中心的地位。公

元九三○年代之后，闽士与华北的文化关系逐渐断绝。在后周进士登第的杨徽之是特殊的个案，

他是建州浦城人，在南唐统治下，有志建功中原，特地到开封寻求仕途。
78 

五代前期虽然继续有闽士赴华北考科举，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这段时期福建士人最明

显的举动仍是返回闽中，远离战祸。晚唐两位著名的福建文士──黄滔与徐夤──都在唐亡前夕

回乡。关于晚唐五代闽士的归乡，翁承赞的事迹应该很有象征意义。承赞是福州福唐人，昭宗干

宁三年进士，两度代表北方朝廷（唐、后梁）到福州封王审知为王。黄滔还为承赞第一次担任册

封使的任务（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写下这样的诗句：「衣锦还乡翻是客，回车谒帝却为归」。
79
但翁承赞最后还是返回闽地，终老故里了。

80 

五代前期，闽士基本上处于孤立的状态，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华北只能保持若即若离的

关系。但到五代晚期，福建士人与南唐核心区的联系趋于密切。这个变化当然和公元九四六年南

唐取建州、汀州有关，但金陵乃至今天江西北部在南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可能也是一项因素。在

南唐的闽士可以仕宦与非仕宦两类，分别叙述。 

任职于南唐的福建士人有从北方去的，就目前文献所见，有江文蔚、廖澄两个例子。文蔚为

建州建安人，词赋极高，原仕后唐，后奔吴国，曾知制诰，南唐烈祖（徐知诰、李弁）篡吴后，

继续供职于南唐。
81
廖澄也是建州人，后梁进士，烈祖时南奔，宋将曹彬攻打金陵城陷后，殉国

自杀。
82
此外，福建后唐进士陈保极在中原任官，后晋时企图南奔未遂。

83
也算是越鸟南飞的现

象吧。 

其它任职于南唐的闽士，有先代为唐朝官员，投效杨行密的吴政权，子裔因而出仕南唐的；
84

也有南唐破闽后，转仕南唐者，陈致雍和潘承佑是显例。陈致雍以礼学知名（见后文），潘承佑为

泉州晋安人，原仕吴，后来弃官归闽，南唐据建州后，又仕南唐。
85
情况比较特别的是康仁杰。

他是泉州人，原出家为僧，喜儒学，至南唐易服入仕，并为后主李煜详言漳、泉近时情状。
86
仁

杰的情况与南唐破闽无关，似乎有知识分子向中心地区集结的意味。 

五代后期，还有一些福建士人集中在南唐的文化重镇庐山（今江西九江东南）。前文提过一位

后梁闽人进士陈沆，后来隐居庐山。另有一位名为陈贶的闽人，在庐山隐居三、四十年，苦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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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名甚高，多有后进师事景从。
87
南唐在庐山设有国学（即白鹿洞书院前身），建州人朱弼举

明经第一，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
88
他的乡人孟贯、杨徽之、江为都曾在此就读。杨徽之后

来就北周科举，孟贯也曾往扬州向后周世宗献诗，两人显然都具有强烈的华夏一统思想，这大约

也是士人文化的特色。
89
至于江为，就读国学之外，还习诗于陈贶；

90
陈贶的另一弟子刘洞也是

闽人。
91
福建士人在五代末期集中于庐山，除了文化的吸引力，政治局势应也是重要因素。孟贯、

杨徽之、江为、刘洞都出身于南唐治下的建州，当非偶然。 

五代时期，闽士也有在其它南方政权任官的，但数目显然比在南唐者少很多。譬如，吴越丞

相沈崧（唐昭宗干宁二年〔895〕进士）是闽县人；吴越获福州后，闽国官员黄延枢及其子彝简

投效钱氏政权。史书中还记载有一位舍闽仕吴越的刘甫。
92
此外，倪曙是侯官人，唐僖宗中和五

年（885）进士，避乱归闽，在泉州与徐夤、陈郯等友善；后来到岭南，曾为南汉翰林学士、工

部侍郎。
93 

总括而言，五代由于时局的缘故，缺乏稳固的全国性知识社群，福建士人的域外关系也不如

晚唐时深广。但在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南唐辖下的金陵和庐山显然成为向外发展的闽士的集结

点，值得提出。 

福建士人的思想动态 
福建士人从八世纪末开始进入全国性的士人圈，他们在中晚唐五代的思想有何特色，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课题。这方面的考察既能展现唐宋思想变动局面中的一个细部，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

福建地方士人文化与中央主流的关系。 

 

中国自西汉中叶以下，儒家思想就是士人阶层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士人接受儒家教育，依

循儒家的主张，认为自己有治理国家的责任与能力，社会也广泛接受这个观点。唐代取士虽然以

诗赋为最高标准，士人参政的理据仍是儒家教义，儒家经典为士人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福建

士人文化当然有儒家学术的成分。欧阳詹〈送蔡沼孝廉及第后归闽觐亲序〉有言：「蔡侯沼字虚中，

予之邑人，又懿亲也。虚中以学，予谬以文，共遣乎长吏，皆求试于宗伯」。
94
欧阳詹说蔡沼的专

长在「学」，指的就是经学。蔡沼显然是考明经，「孝廉」在唐代为「明经」之代称。又，欧阳詹

〈送巴东林明府之任序〉提及，林明府为其乡人，自幼相识，也是明经上第。
95
林氏不知道是否

就是晋安林氏的林蕴。林蕴与欧阳詹友好，贞元四年（788）明经，在《新唐书》入〈儒学传〉，

据该传，林家「世通经」。
96
依上所述，在欧阳詹的同乡友人中，至少有蔡沼和林蕴擅长经学。欧

阳詹自称「薄窥坟籍，适有章句」，
97
看来儒学造诣也不差，只是文才更高，因而得以显大名于唐

代知识界。 

晚唐五代的福建士人中，最著名的儒学专家是陈致雍。陈氏为莆田人，精通礼学，历仕闽国、

南唐，在闽为太常卿，入南唐曾任太常博士。南唐宋初的著名文士徐锴在〈曲台奏议集序〉一文，

称陈致雍「遍读七经，尤明三礼」，「礼者所疑，援经以对；酌于古而无悖，施于今而易行」。
98
《曲

台奏议集》为陈致雍奏议的结集，其中论礼文字甚多，《全唐文》尚有存留。
99
历仕后唐、吴、南

唐的江文蔚也擅礼学，能作仪注。
100

此外，福州长溪人林嵩据说唐末曾任毛诗博士，
101

南唐国子

助教朱弼也精究经典。
102 

总结而言，中晚唐五代的福建显然存在着经学传统。不过，经学家的人数不多，似乎透露，

闽中的儒学传统并非深厚，这个情况应与该地士人阶层的历史较短有关。如所周知，唐代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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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特别兴盛，远超过经学，诗赋写作是文官考选体系最看重的能力。福建士人凭借贡举制度，

在中唐以后进入全国性的士人社群，能文之士自然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文人之中，颇有亲

近古文运动的。 

唐代在安史乱后，士人思想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士人群中，不断有人要求改革时政民风，

重振儒道。这个变化，或许可以简称为「儒家复兴」。一直到九世纪初，儒家复兴最重要的推动力

量，都是一般所谓的「古文运动」。古文诸子贬抑近代重骈俪声律的华美文风，主张文体复古，崇

散尚质。从思想史的观点看来，更重要的是，有些古文家主张，文章的目的应在阐明古道，他们

积极从事儒家基本理念的探讨。这个潮流到韩愈、柳宗元的出现，达于颠峰。韩、柳的世代以后，

儒家复兴的思潮获得士人广泛的接受，逐渐脱离了文章改革的藩篱，成为晚唐至宋初士人文化中

的一个新流派。这个流派，无以名之，姑称为「古道派」。福建士人颇有属于此派者。 

福建士人最早与儒家复兴发生关系的，非欧阳詹莫属。欧阳詹与韩愈为同年进士，也是好友，

对韩愈的思想深有同情。贞元十五年（800），他担任四门学助教时，曾企图率领学生赴朝廷请愿，

要求任命韩愈为国子博士。
103

在诗篇〈答韩十八驽骥吟〉，欧阳詹这样描述韩愈：「伊情有远澜，

余志逊其源；室在周孔堂，道通尧舜门；调雅声寡同，途遐势难翻」。
104从

现存欧阳詹的作品看来，

他的行文错落有致，不重骈偶，文学思想似乎与韩愈相距不远。他的〈自明诚论〉从儒家立场讨

论心性问题，〈珍祥论〉批评祥瑞观念，都是八、九世纪之交古文或古道派文人关心的重点。
105

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自明诚论〉主张，除了天生圣人，道德心性的成就，必须透过后天的学习认知，

立场与李翱的〈复性书〉相左，不知道这两部作品的写作有无相互关系。欧阳詹去世后，李翱曾

替他作传，
106

不但证明两人交往密切，更显示欧阳詹是当时新儒家思想圈的成员。 

 

在欧阳詹的后一代，至少有一位服膺韩愈的福建士人。这位是林简言，福州福清人，文宗大

和四年（830）进士，曾任漳州刺史。林氏有遗文〈上韩吏部书〉，信中比韩愈为当今之孟轲、扬

雄，「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希望拜他为师。
107

这封信也许有期盼与韩愈接近，将来得

到援引的用意。不过，其中内容至少显示，他对韩愈的思想是很熟悉的。 

晚唐福建还出现了一位儒家思想家──林慎思。他是福州长乐人，懿宗咸通十年（869）进

士，黄巢陷长安时为万年县令，不屈死。
108

慎思有志撰述，成一家之言，着有《伸蒙子》、《续孟

子》，主要关心政治问题，强调养民、薄赋敛、不扰民。
109

《续孟子》尤其有思想史的重要意义。

中唐儒家复兴的趋势开启后，知识界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孟子得到普遍注意，在儒家传统里的地

位大幅提升。当时景仰孟子的主因在于他拒杨墨、捍卫儒道的精神，他的人性思想并未得重视。
110

林慎思写作《续孟子》，要发挥孟子未尽之意，显然是受儒家新思潮的影响。他尊崇孟子，大概由

于政治观念相近，与心性问题则全无牵涉。 

关于晚唐福建士人与古道或古文思潮的关联，还有几则重要的记载。《唐摭言》卷五云： 

陈峤谒安陆郎中郑諴，三年方一见。諴从容谓峤曰：「识闵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

諴曰：「不妨与之还往，其人文似西汉。」
111 

陈峤和郑諴前文都曾出现，皆闽人。郑諴是武宗会昌二年（842）进士，陈峤于僖宗光启三年（887）

中进士第。郑諴是陈峤的乡先辈，陈去拜访郑，当然有希望得到援引的意思。郑諴在晚唐闽士圈

中，似乎颇有地位，黄滔也曾受其教恩；
112

郑諴说闵廷言「文似西汉」，明显是遵奉古文运动的

标准。巧合的是，黄滔称陈峤，「其所为文，扣孟轲、扬雄户牖」，看来陈峤也是新思潮中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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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知是否曾受郑諴影响。
113

至于闵廷言是谁，《唐摭言》卷六记载： 

闵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绝。咸通中，初与来鹄齐名。王綮尝谓同志曰：「闵生之言，酷似

西汉。」
114 

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首先，王綮对闵廷言的评语和郑諴完全一致。王綮也是福州人（福

清），懿宗咸通三年（862）进士。
115

看来，对廷言文章的推重，是许多晚唐闽士的共同见解，王

綮的「同志」中大概也有福建同乡。其次，闵廷言是豫章人，来鹄也是；豫章即今江西南昌，来

鹄以学韩柳文知名宣、懿宗年间。
116

这些讯息不但再次证实，闵、来、郑、王、陈等人都是韩柳

古文运动的余绪，似乎还透露，在五代以前，福建与江西士人已有亲近的关系。 

在福建士人与儒家新思潮的接触上，盛均和陈黯也值得注意。盛均是泉州晋江人，宣宗大中

十一年（857）进士，今存文章共五篇，其中四篇的主旨都在政事风俗，表现强烈的治世之心。

譬如，〈人旱解〉把旱灾分为天旱、国旱、人旱，强调灾害的人为因素。「国旱」是由君主不仁造

成的。至于「人旱」，盛均说：「邦毁其政，吏贼其行，千里人心，燥不为阴。……人旱求诸政，

政清而民阜。今货游其上，刑黩于下，百姓焦愁，结成恨暑。所谓人旱也。」
117

四篇政论之外，

另一文〈孔子历聘解〉，解释孔子行事的意义，也在宣扬儒道。 

陈黯现存文章十篇，无论从文风或题旨看来，和罗隐一样，明显属于「古道派」。他的遗文都

使用散体，性质则多为政治、文化评论。其中有一篇〈禹诰〉，属于唐代流行的续经或补经的体例，

内容是代禹立言，解释何以他的帝位最后传给启。
118

晚唐五代福建士人的作品，尤其是文章，遗

留至今的很少。即使如此，我们已看到不少属于「古道派」的例子。依此判断，晚唐五代士人与

新儒家思潮的联结应该是相当深的。 

在文风与文学思想的发展上，福建士人也有表现。唐末五代，福建产生了两位重要的作家：

黄滔与徐夤。黄滔前文已提过，是晚唐五代的一位南方文宗，他在文学思想上，推崇古文。在〈与

王雄书〉，黄滔说：「俪偶之辞，文家之戏也」，又称赞王雄：「近日场中，或尚辞而鲜质，多阁下

能揭元次山、韩退之之风」，
119

有文学批评史家将其归为儒家功利主义一派。
120

不过，细究黄滔

的行文，其实骈俪的成分不轻，显然受到晚唐以后骈体文复兴的熏染。徐夤也是莆田人，唐昭宗

干宁元年（894）进士，五代时多隐居泉州。徐夤以作赋知名，为一美文家。讲究骈俪辞藻是晚

唐到宋初文坛的一个重要潮流，徐夤固身在其中。
121 

总结来说，从福建士人的思想动态，我们可以看到中晚唐五代俗世知识界的各个主要方向。

大体上，闽中士人以文学见长，经史之学较乏表现。福建文士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是，颇有人服

膺安史乱后出现的新儒家思潮。这一方面显示了儒家复兴潮流坚韧的力量，在韩愈、柳宗元的世

代之后，仍然绵延不绝，并向南方散播。另方面或许也意味，新兴的士人社群容易受到时代新风

气的影响。 

余论 
本文对于唐德宗朝以下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过程作了大体的描述，并检视在此过程中闽士的

思想情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求了解，一个地方性的知识社群如何发展成为全国性士人阶层的一

部分，这样的发展有何重要历史涵义。本文获得的结论是，科举制度是沟通地方性与全国性士人

社群的最重要管道，在唐亡前一个多世纪，闽士在此管道备受压抑，一直只有「孤寒平人」的身

分。这个景况一方面反映了福建士人作为新兴社群的边缘地位，但另一方面，他们以及其它南方

新兴地域士人受到压制一事，事实上显现了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力量的茁壮。唐帝国崩解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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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本文也设法探讨，在地方性与中央性士人社群之间，有无介于两者之间

的区域文化中心。个人发现，闽士虽然与邻近地域如浙东、江南、江西有较密切的接触，区域士

人文化层的存在并不明显。这个现象似乎显示，唐代以后，科举与文人仕宦制度对中国士人社群

的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开端曾经表示，在中国中古时期，知识阶层并不限于士人，由于题旨与研究规模的限制，

本文无法探究佛僧与道士的社群结构。现在只能以福建的禅宗僧人为例，对这个问题稍作说明，

并与士人阶层的情况作对照，以为结语。 

晚唐佛教以禅宗为最盛，禅宗起于南方，晚唐五代福建佛教因之以禅宗为主，是情理中事。

从知识阶层史的观点看来，福建禅宗的发展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特点。首先，重要僧人的出现，与

闽士进入中央性社群的时间差不多，都在八世纪后半。禅宗史上，最早的著名闽籍禅师是百丈怀

海（740─814）。怀海为福州长乐人，在衡山受具足戒，代宗大历年（766─779）初，在南康（今

江西南康）参谒马祖道一，嗣其法，成为道一的重要传人。马祖去世后，长住新吴（今江西奉新）

百丈山，以制定禅门法规闻名。
122

闽籍的其它早期禅僧大约都与怀海同时或稍后，其中也有马祖

的弟子。
123 

其次，禅宗社群有很鲜明的区域色彩。晚唐福建禅僧是以江西、湖南（特别是江西）为求法

中心。事实上，早期重要僧人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除了前举的百丈怀海，黄檗希运（？─

850？）长驻江西洪州高安黄檗山，也是明显的例子。
124

福建本地的禅宗，要到唐末才开始兴盛，

福州的雪峰义存（南安人，822─908）与玄沙师备（福州人，835─908）尤其是两大领导者。
125

即使在五代，福建佛教已自成中心，闽中禅僧到邻近地域如浙江、广东、江南、江西、湖南访法

驻锡的，仍颇有所见。简单地说，福建禅宗的兴起，是以邻近的禅教中心为依归点，与士人社群

的结构大不相同。这当然是因为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后者则大受国家制度与利禄之途的影响。科

举制度虽然压抑了区域士人文化圈的形成，但在经历长时间后，仍促使福建士人由一个纯地方性

社群转化为全国性菁英的重要部分，只是这个结局要到宋初才明朗起来。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the Social Cultured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Periods of the Middle-Lat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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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d to  examine the r ise of  the soc ia l  s t ra tum of  the cu l tured in Fuj ian 

Prov ince in the Per iods of  the midd le—late Tang and the f ive Dynast ies  and the thoughts  

and fee l ings the scholars  in Fuj ian Prov ince exper ienced.The wr i ter  is  in the hope to  

reveal  the featers  o f  the soc ia l  s t ra tum of  the cu l tures in Fuj ian Prov ince of  the t ime and 

the integra l  s t ructure o f  the Chinese in te l lec tua l  c i rc les as wel l .The wai ter  dr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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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 ions f rom h is  observat ions: (1)The imper ia l  examinat ion system was by far  the 

impor tant  channel  for  the loca l  and the cent ra l  scholars  get t ings to  known to  each 

other.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fa l l  o f  the Tang Dynasty the humble 

common people showing the i r  marg ina l  s ta tus in  the r is ing soc ia l  groups of  scholars  

throughout  the count ry.The fact  the scholars  o f  Fu j ian and other  southern prov inces were 

he ld  back in  the imper ia l  examinat ion was a lso rea l iz ing the s teady development  o f  the 

soc ia l  s t ramtun of  the cu l tured in these reg ions, though.(2)The fact  that  there ex is ted no 

reg ina l  cu l tura l  cent re  o f  intermediary nature ev idenced that  the imper ia l  examinat ion 

and the bureaucrat ic  system af ter  the la te  Tang dynasty were the in f luent ia l  fac tors  upon 

the s t ructure of  soc ia l  groups of  scholar. (3)The scholars  in Fuj ian Prov ince in  the 

midd le- la te Tang dynasty were deemed h igh ly o f  the then Neo-Confuc ian ism.  

Key Words :  the soc ia l  s t ra tum of  the cul tured in Fu j ian Prov ince;  the imper ia l  

examinat ion system;  the bureaucrat 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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